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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frequent incidents of child abuse in families have not only attracted great at-
tention from the state, but also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society. Protecting children's 
health and safety and protecting children’s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 are not only hot topics of in-
ternational concern, but also important goal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Giddens positive welfare though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China’s 
withdrawal of parental supervision qualification system, such as lack of prevention and early in-
tervention channels,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forces, failure to trigger individual enthu-
siasm, etc.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two-sidedness and the government's en-
thusiasm for governance, and proposes to build a risk prevention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strengthen capacity building, and build an inclusive social environment, thereby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nature of China's revoked parental supervi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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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频发的家庭虐童事件不仅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并且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维护儿童的健康安

全，保障儿童基本权益不仅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同时也是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

要目标。文章从吉登斯积极福利思想出发，审视我国撤销父母监护资格制度中存在的缺乏预防与早期介

入渠道、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未能引发个体积极性等问题。结合风险两面性的视角以及政府积极性治理

等观点，建议构建风险预防与治理机制、强化能力建设、构建包容的社会环境。以期提升我国撤销父母

监护资格制度的科学性与适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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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毋庸置疑，儿童是民族的未来，是国家的发展之本。尤其在当下，我国同时面临经济加速转型发展、

决胜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老龄化社会等多重考验与困难，未成年人的蓬勃发展显得更为重要。近年

来，各种由于监护人严重侵犯儿童权利的惨案不断被媒体所曝光，我国政府也随之愈发关注对儿童权利

的保障与干预，自 2013 年江苏南京幼女饿死事件发生以来，政府采取干预亲子关系的手段维护儿童权利

的案例在司法实践中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无数的孩子也因此重返幸福生活。尽管如此，我国的儿童保护

制度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越来越多的相关司法实践也揭示出我国政府干预亲子关系的手段存在不少问

题。另外，虽然我国政府在处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的社会工作中秉持“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但是

在实践中，这一原则往往是模棱两可的，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时间，都有可能导致儿童的最大利益发生

改变。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我国儿童保护工作常常陷入两难局面，很多难以确定的问题都需要法院主观

判断。考虑到我国现有的干预亲子制度的复杂性以及两面性，我国政府亟需一条新路径破解目前的困境。

众所周知，政府干预亲子关系的出发点的是改善儿童处境，维护社会与家庭环境稳定，而作为当代积极

福利国家理论的代表性思想之一，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提出的积极福利思想正是基于当

代风险社会环境背景下所提出来的，权衡国家政府、组织社区以及家庭个人等多方因素的综合政策理论，

其思想中涉及到的多项概念对于丰富我国政府干预家庭措施、完善我国撤销父母监护资格制度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本文借助吉登斯的积极福利思想，分析我国撤销父母监护资格制度中长期存在的矛盾与困

境，并探索相应的解决措施，促进我国儿童保护工作更加切实高效的开展。 

2. 吉登斯积极思想内涵 

安东尼·吉登斯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提出的积极福利思想是一种基于风险社会理论以及福利国家

理论所衍生而出的新的社会福利政策范式。吉登斯认为由于当下社会中存在“外部风险”和“人为风险”

两种类型，其中人为风险随着社会变迁所诞生，不仅覆盖面宽泛且难以预测和处理，强烈地影响当今人

们生活方式。而政府在社会管理、人权保障以及提供公共资源等领域中具有市场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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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当代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公民控制风险以回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1] [2]。 
基于这样的背景之下，传统的福利提供模式显然是无法满足人们需求，积极福利模式应运而生。吉

登斯认为当今政府应当全面地看待社会风险，采取积极的态度为人民提供切实有效的福利服务。一方面，

无人能够避免风险，在新时代下，风险出自我们自身并且复杂棘手，对于被动经历风险的人而言，政府

应当负起责任需要尽可能地帮助他们，保证其安全。另一方面，风险也意味着机会与创新，对风险的主

动参与是经济与社会动员的必要部分，也是经济市场健康运作的标志之一，政府应当赋予个体充分体承

担风险提供必要的资源[3]。 
吉登斯的积极福利思想突破了传统新自由主义思想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束缚，该范式不仅注重人力

资本、个人权责平衡，同时也涉及社会排斥和融合效应的影响。尽管吉登斯的积极福利思想目前仍在探索

阶段，但是它的范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福利、社会、个人之间的联系。而在社会结构、环

境、文化等因素发生剧烈变化的现代中国，传统的家庭单位正面临着转变与挑战，我国父母监护资格撤销

制度是适应当代社会发展，保障儿童权益的重要制度，不仅涉及到政府、父母与子女三方面不同的群体权

益博弈，同时也涉及家庭伦理、公共利益等多方因素的问题，属于当代政府必须考虑的“人为风险”之一。

此，藉由吉登斯积极政策思想分析我国父母监护资格撤销制度是具备可行性以及参考意义的。 

3. 分析撤销父母监护资格制度困境 

现如今，随着家庭与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和发展，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儿童权益，并展开了一系列

试点、探索、立法等活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随着相关司法实践数量的增多，一些问题也逐步浮上

水面，我国政府有限的干预手段、中立的干预态度以及相关社会力量孱弱等问题使得我国政府对家庭虐

待、侵权等方面问题的处理往往陷入两难处境当中：一方面，若是将儿童依旧放置在原生家庭，儿童受

虐的风险依旧存在。另一方面，若是将儿童从原生家庭环境中分离出来，放入寄养家庭或者福机构之中，

虽然减少了儿童遭受二次伤害的风险，但是生活环境和接触人群的大幅改变同样会对儿童的身心产生影

响[4]。因此，儿童安全与福利的实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结合吉登斯的阐述，个体既是风险的来

源，也是风险的承受者，不同类型不同来源的风险对个体的行为产生特定的影响，同时，不同特征类型

的群体所承受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在我国父母侵权案件中，所涉及的有父母和儿童两方面群体，二者

所面临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对于儿童而言，儿童是生理、社会、政治等层面的未成熟者，因此其在亲

子关系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其风险主要来自于监护者。另外，未成年人基本上没有独自处理风险的能

力，综合司法实践来看，儿童大多时候都是风险的被动承受者。而对于监护者来说，监护人一般都是具

备独立能力的社会个体，他们在亲子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也是侵权案件中的主要风险来源。吉登斯的

积极福利理论展示出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分析目前我国撤销父母监护资格制度存在的问题。 

3.1. 缺乏预防机制与早期介入渠道 

缺乏预防机制和早期介入渠道一直是我国父母监护资格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受传统文化及社会规

范的影响下，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于未成年人权益侵犯案件的处理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容忍度，相关司法

实践上也一直保持着“不告不管”、“从轻判罚”的中立立场[5]。另外，李琼宇，贺栩溪(2017)指出由

于家庭暴力受害人举证能力不足以及家庭暴力案件隐秘性、私密性的特点，家庭暴力法律事实在民事裁

判中通常很难认定，进而导致受害人难以在案件早期得到有效的保护[6]。王慧(2015)结合近年来我国家

庭虐童相关的司法实践，认为我国大部分家庭暴力、监护侵权等问题主要依靠行政处罚与剥夺监护权措

施进行处理，并且涉案儿童在政府采取保护手段时大多已经是重伤、死亡或是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障

碍。而其他能够在儿童侵权案件早期发挥作用的措施要么难以实施，要么收效甚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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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8 年河南省商城县赵畈村刘明举“六子撤销监护权案”为例，该案中，监护人刘明举因暴力伤

害、虐待被监护人，并出租亲生孩子给盗窃团伙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被剥夺监护权[8]。从新闻描述来看，

当地村委会很早就发现了刘明举具备人格障碍、暴力倾向，并就其贫困与社区纠纷多次与其对话。当地

派出所也基于其家庭问题多次对其进行劝诫。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改变这位父亲，直至 2018 年 8 月 2 日，

刘明举捆绑儿童被媒体曝光，至此才引起社会各方关注。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缺乏能够在儿童侵权

案早期发挥实效作用的预警机制以及介入渠道，进而导致了类似案件只能陷入“闹大了”再藉由政府进

行补缺式的惩戒与处理的“养猪困境”。 

3.2. 社会力量参与不足 

转移到政府的风险控制职责上来，我国 2015 年出台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

若干问题的意见》所示，我国行使撤销监护权的核心单位为人民法院，主要的决策依据依靠人民公安和

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案情资料以及“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可以看出整个决策过程基本都是由政府行政

机构所完成的，虽然相关法律对于监护人侵犯未成年人权益案件的判罚提供了原则与依据，但是在实际

中，法院决策科学性与正当性却是令人生疑的。一方面，“儿童利益最大化”并非单一固化的标准，不

同地方的社会氛围，社会文化也决定了不同地方群体对于儿童侵权事件的接受程度不一致。另外，我国

不同地方之间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差距，相关的专业队伍的数量、质量也不一致，这些也导致了不同地方

对于同一类型案件的评估产生差异。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儿童最大化利益”这一原则变得模棱两可。另

一方面，根据我过相关律法，实行撤销监护权措施需要综合考虑监护双方的身心状况、监护人悔过以及

接受教育的状况、当事人意愿、专业部门评估数据、公安机关的调查报告、寄养安置场所等因素，结合

儿童最佳利益进行裁定。纵观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因素无法使用专业明确的工具进行评估的。

因此，由政府全面负责监护权撤销决策无疑是倍具风险的。虽然《意见》中提到适当聘请社会人士、专

业组织对案件实际情况进行评测，但是现实是我国基层中与儿童福利、保护工作相关人员专业素养资格、

儿童暴力侵权事件的预防及干预标准、专业团队建设等方面目前都没有制度化，儿童社会服务专业化政

府购买政策欠缺。这表明我国儿童保障服务仍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大量社会组织、社会资金以及社会

专业团队难以规范有效地参与其中。在吉登斯的理论中，社会力量的加入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增强社区

凝聚力而言是必要的，尤其是公益性质的“第三方力量”(即 NGO 组织)。此外，NGO 组织相比于政府

能够更好地亲近基层领域，更了解社区家庭的需要。引入非政府性公益组织能够在一定层面上缓解社区

人群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同时也降低了社会成员对于国家的依赖状况，有利于社会风险的分散，减轻

国家风险干预的压力。 

3.3. 未能引导个体“自发目的性” 

在吉登斯积极福利理论中，有效的风险管理不仅意味着政府需要为社会个体提供必要的保障，它还

意味着需要利用风险积极的方面，为个体承担风险提供必要的资源。通过责任体系、道德直觉建设；人

力资源培养、长期资本积累引导个体发挥“自发目的性”，充分面对现代风险。然而我国关于能力建设

方面的服务还处于探索阶段。在儿童侵权问题中，儿童的能力建设主要在于基本的法律知识、必要的人

力资本、社交技巧等等。虽然我国的儿童福利体系能够为遭受侵权的儿童以基本教育为主的综合能力建

设型服务，但其水平与覆盖面与儿童目前以及未来所要面临的风险是不匹配的。对于父母而言，必要的

亲职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虽然亲职教育无法直接指导个体成为合格的父母，但是其能够为父母提供科学

的教育理念和育儿的基本技能，对于降低育儿过程中的风险是有帮助的。但是我国辅助父母进行亲职技

能培训的服务非常少，徐海娇、刘海民(2016)指出我国大陆地区的亲职教育主要依托于代际经验的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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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体的传播、偶发的学校讲座等方式传递，内容零散，进程缓慢[9]。总的来说，我国现有的干预措

施不仅难以有效改善个体应对风险的能力，同时也难以引导个体的积极性，水平层次低且不成体系。 

4. 积极福利理论下撤销父母监护资格制度完善对策 

我国的儿童保护工作目前仍面临着巨大挑战：儿童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少儿抚养比持续走高，“低

生育风险”仍是我们目前需要面临的严重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国的儿童保护制度需要重新审视

自身的定位，倘若要在风险社会中切实发挥保护儿童的作用，就不能再仅仅将该制度简单地视为福利的

提供者、为父母失职“买单”的补位者，而是应当将其视为积极应对风险的守望者、推动监护者转变的

引导者。只有这样，我国儿童保障制度才能在新的世界环境之下保障千家万户的安稳喜乐。 

4.1. 构建风险预防与治理机制 

我国民政部于 2018 年发布了《关于开展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示范活动的通

知》，明确提出了为困境儿童建立运行监测预防、强制报告、应急处置、评估帮扶、监护干预“五位一

体”的救助保护机制，保障儿童权益与发展。构建风险预防与治理机制与吉登斯所述“预防性社会政策”

几乎一致。具体而言分为两块： 

4.1.1. 构建家庭风险评估体系 
针对目前我国法院对儿童侵权案件行使决策所涉及的风险与困难，构建家庭风险分析机制就显得非

常重要。具体措施包括： 
1) 构建儿童侵权案件数据库 
有关单位，通常是司法部门与公安部门，对于儿童侵权案件具体信息应有记录，可以通过目前所积

累的相关司法数据，或者公安机关所管理的案卷档案，将其信息进行整合，对于存在儿童死亡以及监护

权剥夺的相关案例中，对其家庭、儿童以及监护人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描绘出“高风险家庭”所具备的

特征并量化为具体指标，构建家庭风险评估数据库，为家庭风险预防机制提供必要的数据基础。另外分

析数据还有助于有关部门更加深刻地理解导致儿童侵权、家庭分裂案例背后的影响因素。不仅能够强化

社会决策的科学性，同时提升公共服务的有效性。 
2) 引入多领域专业团队，构建家庭风险评估体系 
如前所述，儿童侵权案件的认定会给亲子双方今后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而这样的风险全聚合在单

一的几个部门显然是不合适的。而引入多方面专业评估团队可以有效地分解这样的压力，提升评估的科

学性。南方、李萍学者(2019)指出在国际上，多领域专家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与儿童保护

中心(Child Advocacy Center, CAC)相结合的措施是处置暴力侵害儿童最为有效的方式。并且我国目前也有

不少类似的试点项目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0]。 
3) 构建复核制度 
基于儿童侵权案件有关决策的复杂性与重要性，以及在评估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误判的可能性，法律

应当为涉案方提供其他方面的申诉渠道，对有关部门评估结果不服的人员有权利申请复核。 

4.1.2. 赋予有关部门先行处理的权力 
由上所述，我国儿童侵权事件往往由于缺乏必要证据而导致无法及时处理，这不仅危害了儿童的相

关权益，同时也助长了失职监护者侥幸心理，影响了社会风气的稳定。赋予有关部门先行处理的权力有

利于维护儿童的权益，不仅能让有关部门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保护受害者，还能使有关机关第一时间评

估案情实由，采集证据，增强有关司法裁量的科学性。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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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社区为中心，构建儿童保护综合处理团队 
引导社会 NGO 组织、社区委员会、当地公安机关连接起来，结合家庭风险分析数据库，定期对社区

中对高风险家庭进行访问与调查。通过协商与沟通，有效通过调动各方资源，帮扶高危家庭减少风险。

对于已经发生侵权案件的家庭，公安机关可以先行判断将被害人带离或留下，并根据专业团队及有关部

门的评估结果，采取相关措施或移交司法机关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2) 联合当地福利机构，妥善安置受害儿童，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并沟通 
在儿童侵权案件中，未成年人在脱离父母，脱离家庭之后的安置也是目前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当

地社区组织、专业团队应尽快对儿童实际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展开精准护理服务，并结合当地福利机构、

儿童亲属、慈善力量等，为受虐儿童提供良好的监护环境。并在最终司法裁定下达之后，做好让儿童回

归原生家庭、寄养、收养等后续工作的准备。 

4.2. 引导积极自主的监护者，强化能力建设 

积极的福利思想不仅与传统民主主义一样强调国家政府的干预，同时也主张以人的自发积极性对抗

风险的随机不确定性，吉登斯提出了一种“投资型国家”概念，通过拓宽人力资本的投资、强调终身教

育以及构建亲密的社会环境等方式，引导社会政策聚焦于人的自主能动性上。藉由鼓励自主与自我发展，

一方面促进个体主动回归生产实践中，重新探索自身价值。另一方面也从侧面扩大了个人责任范围边界，

唤醒个人对社会的认同感。 

4.2.1. 完善能力建设型服务体系 
针对我国现有监护权制度下相关心理指导和能力培训水平低下，内容零散等问题，我国应当加快完

善能力建设型服务体系构建。一方面，对于儿童来说，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强有家庭侵权经历的儿童教育

衔接，不仅需要加快将优秀的教育资源引渡至农村、偏远地区等教育孤岛区域，同时也要逐步提高教育

与培训水平，丰富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科技教育、心理教育等教育资源类型，确实保障儿童在未来的

生活中拥有足够对抗风险的能力以及积极的心态与责任感。另一方面需要强化父母身为监护人的职责与

义务，完善育儿培训等亲职教育，丰富个体在面对亲子矛盾时的处理手段以及培养相应的共情能力。另

外，与亲子关系相关的其他间接因素也应当被注意，例如提供相应的培训支持困境父母获得收入、通过

相关的教育宣传让父母更多陪伴儿童、及时的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缓解父母焦虑心理等等。最后，对于客

观上无法或难以改变的父母(例如有物质依赖症的父母)，有关部门应详细记录并留意其家庭状况，提供必

要的医疗支援与心理指导服务。 

4.2.2. 发展社会力量 
受到地域因素影响，不同的社会文化氛围、环境资源、社群团体都会对政府的干预措施效用产生影

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仅凭政府提供公共资源难以回应人民多元化的需求，既不利于风险的分摊，同时

也容易出现诸如供需错配、资源滥用、效率低下等“政府失灵现象”。相比之下，市场和“第三方部门”

(即非政府组织团体)能够更好且及时地回应基层家庭的需要。并且多方力量的加入，能够有效地均衡社会

风险。但目前来看，一方面，若由市场主导公共资源，则很容易出现资源配置不当、垄断、过度竞争等

“市场失灵”问题。另一方面，我国第三方部门力量较小，且缺少资金等资源支持，覆盖面积小，服务

水平低。另外第三方部门同样也存在偏离公益性价值取向资源配置可能性。综上考虑，国家政府应承担

起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责任，并通过完善立法，构建相应的监督机制、规范社会服务购买服务流程，完

善公共服务执行细则，鼓励引导市场、第三方部门等社会力量规范有效的参与到而儿童保障服务体系当

中来。另外，完善儿童保障体系不同部门，不同政策之间的衔接。一方面让国家政府有力且专业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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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资源同“接地气”社会组织形成合力，有效精确地落实服务。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资源反过来对国家

福利进行补充，丰富服务内容。 

4.3. 构建团建包容的社会环境 

尽管撤销监护权在行政流程上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其对于家庭和个人所带来的影响则是一个持

久的过程。关注困境个体或组织与周遭环境之间的联系也是吉登斯积极福利思想中的重要部分。相互合

作，相互包容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促进会中不同领域，不同层的个人凝聚在一起，不仅推动了社会整体发

展，也提高了社会整体抵御现代风险的能力。在中国这样强调孝道和美德的国家中，经历过暴力、侵权

等事件的亲子双方都会不可避免地带上“特异”的标签并被他人所区别对待，进而影响家庭未来的生活。

因此，政府应当着眼于消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整合的角度，采取措施帮助困境家庭。首先，要弘扬家

庭文化，营造积极负责的社会价值取向，强调父母育儿意识、监护责任。引导子女形成勇于进取，知恩

图报积极心理。其次，政府需要构针对已经落入“污名化”的亲子双方个体(如孤儿)开展服务，包括必要

的社会救助，技能培训、心理开导等。同时也需要倡导社会包容化，开放化，让这些个体重新融入社会

环境之中。最后，政府也应当以这些社会氛围特点为基础，从侧面展开一些间接性促进家庭和睦的措施，

如规范工作时间，设置育儿假、生产补助等，让父母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又例如提升最低工资标准，

扩大低收入家庭税收减免额度，保证工薪家庭获得更稳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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